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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同光时期士人推行的地方社会重建运动，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

的新民情经验反思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由士人集团所继承的学

术思想传统，在塑造文人精英意识形态以及作用个人选择意志时起到了颇为

关键的作用。同时，承担这些思想历史传统的组织载体为结社和宗族。社会

位阶的差别以及对社会经验判断的差异，导致现实社会改造方案出现了分歧。

其中，具有较高功名的上层士人选择了一条重建宗法和学统的保守方式，力求

将人心气禀重新安顿到传统政治格局内，但这一努力在实施过程中所达成的民

情效果却出现了与其“敦风易俗”这一初衷相背离的结果，即学阀望族成为垄断

性的地方社会势力。这条保守路径最终陷入了困局，但并不意味着晚近士人经

世作为的终结，相反，它孕育了中国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契机，即以普遍人

格结构为心性基础的社会组织生活将成为现代民治政体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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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重建：文人群体集体经验的一般表达

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爆发的社会危机的反思与应对，中国的
知识精英群体———士人———往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我们检
视那些应对转型危机的思想及其背后的社会基础和行动基础，便不难发
现三个特点：首先，文人士子对近代历史各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反
应通常以集体行动为表征，但这一集体行动的具体形态在不同时期却迥
然有别。清初朝廷对复社的打压，使得中国１８世纪的考证学者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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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型学者的特点，他们的经典研究无干政治，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
族成为士人在王朝政治压力下保存价值传统的组织基础。而到了１９世
纪帝国面对外来军事危机时，清议社团的出现表明１７世纪复社传统的
再度复活，突破宗族界限的非血缘同行关系成为士绅凝聚力的主要象
征。在此背景下，儒学内在的变革意识被激活，经学、经世学说和文学汇
流起来，形成支持士人积极参与政事的新的意识形态，而对文人结社正
当性的辩说甚至构成晚清康有为、梁启超以“合群立会”之说为自己政治
变革主张正名的历史基础（艾尔曼，１９９８：２２１、２２３－２２４；Ｐｏｌａｃｈｅｋ，１９９１）。

１．对于此种集体行动的性质，杨念群（２０１１：９４－９７）并不认为其具有“一种独立的制度化、客
观化的组织”特征。由于社会自由流动空间狭小，知识分子形态总是摆荡于“国—家”结构中，
因此，杨念群对近代士人集体行动的考察，将其置于与王权的分合关系中，所谓“集体行动”呈
现的不是组织化特征，而是“地域化”特征。

其次，社会动荡之时文人的思想与作为除了体现为集体行动的取
向，也呈现为士人对总体社会危机和其自身所处的群体危机的普世表
达。正如孔飞力（２０１３：３１）对魏源的评价所表明的那样，“一位有着根
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
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
观以普世性的意义”。魏源基于今文经学的解释传统而对《诗经》“鹿
鸣”篇的分析，不仅是对他所处的官僚体制外的幕客群体的政治处境的
刻画，同时也是对１８世纪以降有关如何扩大士人政治参与这一建制议
题（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ｔ）的根本性回应，而这一对现实政治经验的提
炼，不仅意在扭转颓废冷漠的文人精英的自我意识，同时也希图以开放
的政治讨论来形成正确的政治政策，以保障中央王权的治理效力（孔飞
力，２０１３：３３－３９、４３）。
此外，虽然文人群体的反思与实践呈现为集体行动的特点，但就文

人集团内部更细微的行动取向来说却并非铁板一块。相反，对于社会现
实经验的解释和分析，通常缘于不同的社会位阶而产生分歧，对于此前
思想传统的取舍态度也因之有别，继而在社会改造路线上呈现出或偏于
保守或偏于激进的不同（汤志钧，２００３；茅海建，２００５；孔飞力，２０１３）。
从近代文人结社到“合群立会”的发展，既反映了中国早期社会组

织形态演变的一般轨迹，也奠定了士人群体力图实现社会结构转型下
社会重建任务的组织基础。１上述爬梳，意在搭建理解现代中国转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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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中士人所进行的社会改造行动的视角，一种将思想和行动置于具体
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理解其现实形态的考察方式（曼海姆，２０００：３）：

第一，近代中国的社会重建运动总是与文人群体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
的行动纽结在一起，知识共同体内由继承先前的历史传统而遵守的价
值原则成为现实行动的基础；第二，士人群体提出的社会改造议题，既
是对处于历史危机中的普遍社会经验，也是对裹挟进这一危机中的集
体经验的提炼和阐释，由此，社会重建的具体实践路径是文人群体所继
承的思想传统不断接触并转化现实经验的结果；第三，接触并转化现实
经验的过程涉及对具体社会条件的分析，因而也必然与现实民情和现
实政治紧密关联。２由此，对具体社会经验的判断以及社会流动过程中
形成的位阶差别如何导致对民情理解的异同将会成为理解不同社会重

建路径的关键。

２．“产生于活生生的经验的因素，对于处理问题时所遵循的方向是重要的。”参见曼海姆，

２０００：２７３。

以上理解近代思想变革与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视角，构成了本文
分析太平天国之后社会重建运动的起点。对于太平天国所导致的民情
条件的变化以及它所引发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政议题，笔者在稍早的
一篇文章中有所阐述。那篇文章基于地方社会史的分析，力图说明这
场内乱标志着现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起点，即夷平化的社会形态这
一新社会条件的出现使传统政治安排逐步失效。具体来说，凝结在“侠
气”之义上人与人之间“力”的竞争法则，突破了传统帝国政治结构中宗
法、乡礼、师道等身份等级关系的限定。这一表现为否定性运动的激情
构成现代中国人格精神的内在基础，也成为晚近中国社会建设的精神
起点（侯俊丹，２０１４ａ）。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民情条件的改变，

使得中国在重组社会政治秩序的实践道路上举步维艰，晚近思想家们
为应对这场浩劫遗留的治理问题而开辟的思想探索，正是基于它所催
生的人心之变及由此塑造的新社会民情的全面反思而展开的。只有在
揭示了民情时变的本质之后，进一步廓清近世文人群体对这一社会危
机的反思以及由此推动的现实社会改造行动，我们才能较为完整地呈
现中国朝向现代化国家政治结构转型的曲折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一意
义上，本文立足于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地方史，爬梳以孙氏家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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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传统士人为应对社会危机而采取的保守路径，是对前文引出的
问题意识的延伸讨论。

与以往有关太平天国之后社会重建运动讨论不同的是，本文并不
认为这是一个由地方精英所构建的公共性“社会领域”自发生成的过程
（Ｒａｎｋｉｎ，１９８６），因为这一解释遮蔽了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恢复秩
序过程背后复杂的动态机制。相反，如果我们以上述理解“思想—行
动”关系的“社会—历史”视角重新审视这一过程将会发现：一方面，“侠
气”所蕴含的“力”的扩张性不仅反映了此一时期社会危机的本质，同时
它也渗透进士人群体的经验世界中。作为具有较高功名的上层士人，

孙氏兄弟在地方上推动的宗法和家学建设，即以对这一民情经验的反
思为起点。另一方面，孙氏身受道咸以降以桐城派为主导的文人诗社
以及宗族家学的双重影响，桐城派“义法”中贯彻的理学意涵以及地方
永嘉学所强调的“以史经制”思想，皆作为文人群体所继承的思想遗产
被贯彻到地方社会改造实践中，从而形成了一条以恢复宗法和家学为
主导原则的保守道路。但这一实践反映在地方民情效果上却产生了悖
论，思想与现实社会条件之间的张力构成社会结构变迁向下一个环节
运动的契机，这其中充满了激进和富于革命性的色彩：以肯定“气”作为
普遍人心结构为起点，由小宗族中所产生的下层士人通过合群立会，组
建学社、学会等社会团体，意图在社会组织中培育新民的政治能力和政
治道德，以此来奠定现代国家的公民基础。

３．孙氏在潘埭的祖宅集善堂于１８６１年毁于金钱会之手（孙延钊，２００３：４３）。

二、诗社与家学：社会重建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１８７５年，时任湖北布政使的孙衣言自营新居“邵屿寓庐”于瑞安城
北宋都桥西南之太平石，并于新居之西，建立支祠诒善祠，“以祀庵公以
下四世祖弥”，同时在祠堂西侧“筑书塾，延请经师、蒙师各一人，以课房
族子弟，而兼收族外人之志愿就学者”（孙延钊，２００３：１２９－１３１）。至
此，距洪杨之乱及温邑地方金钱会匪乱平息已去十年。孙氏修门立户
的举措不仅意味着在帝国内乱中流离失所的地方大姓氏族重建家

园，３同时也表明一位深谙十年动乱所搅扰的人心困局的地方守土官僚
（亦是造诣精深的经学家），意图以“县治”作为基点重塑帝国秩序的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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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事实上，孙氏的这一理想在洪杨戡乱后的第二年（１８６６年），便清
晰地阐发在他对永嘉学者叶适《长州政事录》一文的注评中：“必县治而
后天下治，必能治县而后能治天下。今儒者往往鄙薄州县，而国家之用
州县，又不能不尽出于儒者，则两失之矣”（孙延钊，２００３：６９）。
若要恰切地理解孙氏选择的这条社会重建道路，离不开对他此前

所参与的文人共同体的知识生活的考察，以及在面对民情经验时，他所
继承的思想传统激活个人选择意志的那种作用。４

４．这种考察即研究“社会进程影响知识进程”的过程。在曼海姆（２０００：２７３）看来，知识社会学
不同于思想史方法的新角度在于，“对一个问题的每一种陈述，只有通过涉及这个问题的人类先
前的实际经验才有可能”，此外，“当从众多的数据中做选择时，便涉及认知者的意志行为”。

５．蔡克骄（２００２）在对孙衣言思想的研究中将其归为永嘉学派发展的第三期，却未看到近代
永嘉学复兴在思想源流上的复杂性。

（一）“江亭修禊”：孙衣言与道咸文人交往史
道光十八年到二十年间（１８３８－１８４０年），孙衣言赴京参加拔贡朝

考，旅京期间进入了“江亭修禊”这一京城文人圈，并与其中的桐城派走
得尤为密切，一度对桐城“义法”痴迷，以至于日后将这一理论也融汇到
家学学规的创建中。５

“江亭修禊”是道光九年（１８２９年）由徐宝善和黄爵滋共同发起的
诗社，主要成员为中下层京官以及他们招集的大批朝考士子，道光九年
到二十年间（１８２９－１８４０年），曾多次举行“江亭饯春”等文人雅集活
动，其中尤以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年）三月的“江亭展禊”最为盛大。

“修禊”是１９世纪广泛存在的以语言政治为表征的文人结社形式，
通过诗社活动，文人以诗赋创作、书画赏玩等文艺旨趣来表达学术见
解、政治志向乃至推动政治批判和政治参与（艾尔曼，１９９８：２１９－２２０）。
“江亭修禊”即是这样一个诗社联盟。作为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年）成立
的宣南诗社的延续，在鸦片战争前夕，“江亭修禊”已经逐步成为主战的
清议群体的阵营，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林则徐本人也参加了这一诗会。
道光十三年（１８４３年），原“江亭修禊”的部分成员开始成立“顾祠修
禊”，推动了倒穆彰阿党的清议行动。参加“江亭修禊”的有桐城派文人
陈用光、朱琦、梅曾亮、管同、张际亮，常州今文学派如宋翔凤、魏源、龚
自珍，汉学家如陈庆镛，扬州学派汪中之子汪喜孙。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１８４３年成立“顾祠修禊”的时候，这批文人与穆彰阿的政敌祁寯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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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尤为亲近，而祁本人则是山西寿阳出身的一位汉学大家，同时也是
黄爵滋的好友。
可以说，“江亭修禊”的文人构成代表着清初开辟的汉宋对峙向“经

世致用”意识的转变。面对汉学训诂考据的支离破碎，无论桐城派用简
单明确的修辞学研究向程朱理学的回归，还是常州今文经对公羊三世
的变易理论的挖掘，都意味着停留于经籍义理的论辩此时已为现实的
政治诉求所替代，这尤其体现在“顾祠修禊”明确以公祭顾炎武生日的
方式来调和门户分立，以回归清初诸老经世之志的姿态来应对世变之
亟（魏泉，２００３）。
谱载孙衣言是于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参加“江亭饯春”的，但事实

上他与“江亭修禊”文人圈的交往在前一年（１８３８年）入京参加拔贡朝
考时便开始了，是年其弟锵鸣恰好进京会试。可以说，这一年与“江亭
修禊”清议派的交往也影响了孙氏兄弟日后的政治取向，无论是孙锵鸣
于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奏劾穆彰阿，还是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孙衣言成
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主战派一员，都与此一背景有关。
孙衣言主要通过受教于黄爵滋而进入江亭修禊学术圈落。谱中未

载其中原因，但我们可以做两方面的推测：其一是江亭修禊最初创建者
之一，同时也是宣南诗社成员陈用光于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年）任浙江学
政按试温州时，“衣言以诗受知于学使”，孙衣言可以通过这层关系谒黄
爵滋之门；其二是黄爵滋本人的个人风范。黄氏是道光一朝出了名的
谏臣，为一时清议领袖，且其人特好古体诗，《清史稿》载：“爵滋以诗名，
喜交游，每夜闭阁草奏，日骑出，遍视诸故人名士，饮酒赋诗，意气豪甚。
及创议禁烟，始终主战，一时以为清流眉目”（赵尔巽，１９９８：１１５９０）。所
以不难想见，孙、黄初交即以诗教为名建立了师道关系，“黄教以读汉魏
人诗及郭氏《乐府》，至唐人而止，勿涉宋、元以后，则意趣自高，气韵自
古。衣言于是专治古诗”（孙延钊，２００３：５）。
借由黄氏主持的酒会（这些酒会往往就是修禊活动），孙衣言不仅

结交了江亭修禊的社员，如陈庆镛、叶绍本、苏廷魁、汤鹏、艾畅、姚燮、
姚斌桐、戴 孙等人，并和桐城派文人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他们其中有
些是修禊社员，有些则不是。前者如梅曾亮、朱琦、张际亮，后者如孙鼎
臣、王拯、冯志沂、邵懿辰、龙启瑞、宗稷辰、张际亮、苏源生。孙衣言少
时受知于姚鼐弟子陈用光，而此时获接梅曾亮以及梅氏弟子孙鼎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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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龙启瑞，其意义不同寻常。这意味着他受桐城派正统影响甚深，６

而其中的王拯更是将孙氏领上桐城文法研究的关键人物。７

６．梁堃（１９４０：３－４）曾对桐城派的师承体系有过清晰的阐释。大体说来，清代桐城派之开山为
方苞，次传桐城刘大櫆，至姚鼐学方、刘最为正宗，桐城派于是始大。姚氏下传梅曾亮、管同、方
东树、姚莹、陈用光等，而又以梅氏一支徒众甚多，江西如马平王拯、临桂朱琦、龙启瑞等。

７．据近人刘声木（１９８９：２４４）考：“王拯，原名锡振，字定甫，号少鹤。道光辛丑进士，官通政使
参议，师事梅曾亮，受古文法，其为文粹厉精洁，雄直有气，而出以平夷纡徐，能自达其所欲言，
使人得其妙于语言文字之外，兼工诗词”。

清代桐城派是通过对唐宋八家以及明代归有光等人上溯至古代雅

言的文论学派。其创始人方苞在司马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文学艺
术的内容（“义”）与形式（“法”）之间的一致性，同时提出了严整的修辞
方法便于为文者揣摩古义；此外，他对《周礼》真伪的质疑也一度影响了
晚清今文经学的发展，由此也不难想见为何江亭修禊中会聚拢一批今
文经学者（余英时，２００７：２３７；梁堃，１９４０）。从文宗上讲，桐城派极重视
春秋左史以及秦汉马班的文风研究，因为其中的论理散文是非常接近
于上古书经雅言的形式，此外唐宋八家，特别是韩愈、欧阳修扭转晋隋
之骈丽华藻，专向两汉和左史的回归，也成为清代桐城派文人描摹的
典范。

桐城古文讲求散文的“语言精纯”，所以“它能很好地作为一种表达
传统思想、感情以及事物的文体”，换言之，文人通过对文体的揣摩来体
会上古的道德精义，文学在桐城派这里“不只是一种载道的工具，就其
最高形式而言，它就是道”（余英时，２００７：２３７）。但桐城派所理解的义
理其实与程朱理学一脉相承，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桐城派是以文体和
文法的研究向正统理学的回归———文风和语言要以严格的字词、声律
为法度，而语言背后的情感及其指称对象也被节制于传统道德体系内。

接下来我们还会详细阐释这一点，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以桐城派的
文论出发，对“史”的研究其实主要着眼于其中的制文之道，即史书中的
论理散文如何形成语言和义理之间的协调统一，简言之，这种研究是一
种基于道德美学意义上的志趣。

咸丰三年至九年（１８５３－１８５９年），孙衣言两次研读姚鼐《惜抱轩
集》并点校《归震川集》（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两治归、方评点本《史记》（１８５６
－１８５７年），且于简放途中校对《五代欧史》（１８５９年）。这些典籍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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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是王拯借阅给他的。此外，１８５５年，孙氏与王拯、张际亮、孙福清、
陶凫香等人公祭欧阳修，其雅集与会者“宗攻耻”，“酒间极论散体文宗
派”，可见此时孙氏桐城文论研究之勤。应该说，这一时期他的史学研
究正特别表现了上述道德美学的兴味。如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抄录归、
方评点本《史记》后，卷首记云：“定甫（按，王拯）尝为余言，熙甫意主论
文，而方侍郎能洞见史公之意，及其为文之关键支凑处，今详玩两家评
本，定甫之言诚然”；另如１８５９年点校《欧史》，孙氏特“于叙事笔法随加
评论”，称“永叔《四夷附录》，独以峭洁见姿致，能于《史记》之外自为一
家言，胜于《班史》”。他更于旅途舟车之暇圈表方苞评本《史记》中的评
注，并自述感想称“行文之道，必提顿转折毕具，而后精神气脉见焉”，为
此他也仿照方苞之法，圈评《欧史》（孙延钊，２００３：３０－３１、４１）。

（二）史论转型：对民情经验的提炼与永嘉学理基础
孙氏这一纠缠于语言精纯的史论到了１８６３年后出现了重要变化，

他已经不止于在纪事散文文辞的声气神中获得道德感染或是风格起

兴，而是特别着意对历史轨迹隐藏的政治制仪经验的取舍和借鉴。

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孙氏被简放地方后引疾归休，以在籍士绅身份平定温邑
金钱匪乱，战事止息后的１８６２年农历七月，取道进皖，入曾国藩幕，饬
署庐凤颖道，奉札会办江南大营营务。也就是同一年，孙氏开始点评汲
古阁本《后汉书》，其随笔札记已经跳出了行文之法的圈点，而专注于史
迹对当今政务的启迪。这一转变虽然受曾国藩以史学开辟义理之道的
熏染，但更内在的思想动力则来源于孙氏立足于永嘉家学传统对现实
政治的反思。

８．《民国瑞安县志稿》载：“瑞安藏书自项氏始也”，“道咸以来，瑞安藏书人家稍著者，有项雁
湖（霁）之水仙亭及其弟几山（夫霖）之珠玉楼等。至是逊学堂插架之盛，乃冠于温州一郡矣”
（瑞安县修志编印委员会，１９３８：氏族卷）。孙延钊《孙敬轩先生年谱》梳理自孙希旦以来的永
嘉学谱时，特别谈到项氏兄弟搜讨孙希旦遗文之事，可见项氏家族对永嘉学派的传承。参见
孙延钊，２００６ｂ：１８５。

孙氏对永嘉学的接触大致有三个来源：其一缘于其外家项氏家族。
项氏为瑞安本地大族，孙氏舅父项霁和项傅霖是善治永嘉典籍的学者，
且项家藏书颇丰，孙氏少年时极有可能从外家的藏书楼或受舅父影响
接触过永嘉文献；８其二则缘于陈用光。１８３４年，陈用光视学温州时曾
收集并刊刻乾隆本陈傅良《止斋诗文集》，并组织湖州、绍兴两地学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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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校雠（孙延钊，２００３：３）；其三则是１８５７年，充四库馆臣一职便利了孙
氏搜考温州地方文献。９

９．孙延钊（２００３：３３）称：“（衣言）充文渊阁直阁事，登阁观览《四库全书》，而于四库所著录之温
州先哲遗著，特注意检阅。”

１０．在叶适（２０１０ａ：７０３－７０４）看来，周制的价值在于继承了三代以来王畿和诸侯国各自为
治，天子能够形成上下、内外之统在于取天下贤士。因此，理想的帝国形态是君与士共治而形
成普遍的政治和文明秩序：“古之治天下，必辨其内外大小之序，而后施其繁简详略之宜。三
代之时，自汉、淮以南皆弃而不有，方天下为五千里，而王之自治者千里而已，其外大小国千
余，皆得以自治。其正朔所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朝会贡赋，贤能之士入于王都，不能入秦、
汉之数郡；又置贤圣而为之臣，皆久于其官而不去。”

１８６３年的《后汉书札记》主要考察的问题是“才难”。在孙衣言看
来，洪杨之乱后政治体制暴露出的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中央
行政系统看，执行官员（章京）为政资质匮乏，枢机重臣（军机）以门宦养
客，培植私党，却拒于拢贤，中央行政中枢机关专政的局面十分类似于
后汉尚书在处理任事和任才问题上对相权的剥夺；第二，地方司法实际
为体制外的刑名所操纵，但对于胥吏只有防弊而无正教，相反，后汉则
注重以世家为主体的习律和讲律传统。但孙氏紧接着指出，科举正途
之难封锁了道统和教化之门，在士厌于学的局面下，“军功”和“荐举”等
异途在战乱时期泛滥，轻启了趣就功名的政治投机，这才是加速门宦政
治和地方行政私利恶化的真正推手。

今日荐举人才，宜知此意，盖使轻视处士，则非国家之福
也。举其才德兼优者于朝，而束修自好之士，则长吏各礼之于
其属，斯为两得之道也。予尝谓御史不可轻言事，大臣不可轻
荐人，岂不言不荐之谓哉！（孙延钊，２００３：４７－４８）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永嘉学的政治学说，便不难发现它对于孙氏史

论的支撑。首先，永嘉学派所理解的道统侧重于在历史和现象中呈现
出来的治道，体现为圣人能够与时迁移，破除僵固，洞察人心情势，变通
政制以应候的政治实践（何俊，２０１１：６６０－６６２），而它最为推崇的治道
理想则是像周制那样，以“士”为精神中枢，士辅君、君与士共治而形成
普遍的政治文明体系。１０由此，我们能看到孙氏在《札记》中特别留意中
枢权力膨胀和科举法密之问题意识缘起。一方面，军机揽政阻塞“贤
士”进入实质权力层，也妨碍相权对皇权的制约：“今日军机大臣绝正
仁，而通私客……宰相循资平进，而事皆决于枢臣，亦此弊也”；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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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科举又无法保证仕之通阶的均平，本该由“取贤”来确保中央和地方
精神统一的政统性只能在这两方面的压制下，扭曲为不断以异途出身
制造私权扩张，在中央是门宦政治，在地方则是酷吏政治：“今日新复州
县，率以军功为令长、监司，其虐甚于豺狼”。在上层权力无法打破的局
面下，适当松动下层取士之法，便于贤才向体制内流动，以此缓和太平
天国期间因滥荐导致流品崩坏、门宦政治坐大的局面，在孙氏看来是稳
健地确保中央与地方政教统一的权宜之策：“今日乡试，或数郡不举一
人，则教化不下逮矣，岂特无以厌其心而已哉！予尝议废乡试，而令学
使者每三年一拔贡，即令会试，以此意也”。１１

１１．以上引文均见孙延钊，２００３：４７－４８。

１２．叶适（２０１０ａ：６９８）将此种品质概括为如圣人般的“常心”，即表现为敬天、畏民、敛己的节
欲以及不逆谏、不避难、不居功的责任担当：“以天威不可不敬，以民为不可不畏，以己为不可
不任，以谏为不可逆，患至而不敢避，功成而不敢居，酌天下之心以处其中，如是而已矣”。

１３．这在叶适阐释孔子作为周代史官形象时昭示了此义。在叶适看来，孔子遗留下来能够接
续三代之道的五经正是以“史”的方式为后人所呈现，而看似最为神秘玄奥的《易》，其中的
“象”也是孔子针对当时历史条件所作的治道指南。叶适甚至提出五经即史，是载治之书，可
见在永嘉学派这里，“史”是通达“道”的途径（黄宗羲，１９９６：１７５４；叶适，２０１０ａ：６９４）。

其次，永嘉学派所注重的治道，强调士人要在内在人格与外在器物
制作的实践两方面实现统一。士人践行这一治道伦理是在三个方向上
展开的：第一，以气禀扩充出任事之勇，不计较先天才器之粗精，而是秉
于才具，有得一分便使用一分，将“士”之仁义落实到实在行动之上（郑
吉雄：１９９４）；第二，士人要在其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中揣摩和把握治
道，即在复杂的政治经验和经历中，维持权宜进退与坚守直道之间的平
衡；１２第三，士人要能判断民心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洞悉世风民隐
之流变。
此外，永嘉学派强调史学是士人践行治道伦理必经的途径。对治

道自然原理的体认无法通过道德感的冥观体认而获得，只能借助学修
智识，不断在经验和历史中检验才能够确证。史学搭建了以“学”锻造
责任人格和以“政”建立至大中正的文明秩序之间的桥梁，同时也弥合
了“变通”与“义命”之间的紧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史学将政治人格、
政治原理与政治实体这三者联系在一起。１３

为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以揣摩情势之变与制仪之理为核心的史
学观在孙衣言的思想中居于如此重要的位置。不仅如此，孙衣言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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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实践也贯彻着永嘉学所强调的士具任事之勇———一种不避难、
不居功的责任担当。１８７５年，孙氏在为新居所作的《邵屿寓庐跋》一文
中袒露了他复兴宗族和家学背后的心迹。

世衰俗薄，士大夫出而仕宦，辄不敢回乡里，且侨居数百
里外，其意不过坐拥厚赀，防人觊觎而已。岂知果能睦宗族，
恤邻里，何乡不可以居。若恃势强横，恣为刻薄，则高门鬼瞰，
虽公孙瓒蒸土为城，亦有鼓角地中之日，岂重门击柝，遂可以
自全哉！（孙延钊，２００３：１２９）
在孙氏看来，太平天国之后造成的风俗浇薄，是士心与民心之间疏

离的反映，“士”以利为私，迁移城居，逃避教化责任只会加剧乡村社会
的涣散，从根本上制造治乱循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乱后士人恢复
宗族建设是在乡治精神上重立政教秩序，以“齐家”视为王政之始。如
果说此时孙氏以“何乡不可以居”表现出来的是不避难，那么当因性情
刚正，坚持自己的政治判断，反对洋务运动的躁进之风而遭淮系要员沈
葆桢排挤，选择在江宁布政使的官位上退隐时，孙氏表现出来的则是不
恋栈、不居功。

窃谓人臣之义，不敢避难。本司一介寒士，渥受国恩，糜捐
不足言报。第念用人理财，关系至钜，苟才所弗任，即在壮盛之
年，亦当知难思退，岂宜以老病孱躯，尸居繁要之职。……若犹
瞻顾迟留，久妨贤路，则是志趣卑下，徒恋一官，并非真心为国，
朝廷安所取而用之。伏祈奏明开缺调理，……以馀年于乡党之
间，造就经制人才，亦足以报国恩于万一。（孙延钊，２００３：１７１）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宗族和永嘉学统重建在孙衣言这里，不仅体现

为他作为传统文人在逆睹世变存亡后，通过向经世之义回归而寻找的内在
学问路径，同时也是他作为地方守土官员，本着对太平天国之后世风民隐
的审慎判断而形成的治理理念，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孙氏用“以学致
道”匡正为士本义，以锻造政治人格的方式承担济世之难的治世理想。

三、社会改造方案：宗法与学统

孙氏所制定的太平天国之后整体政治的出路体现在两个方面：第
一，从气本的角度出发，将“侠气”精神伦理中人心气禀中的自然之力安
顿到宗法秩序内，由此确立人格的历史秩序；第二，通过一整套艺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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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匡扶士气，树立志节，塑造史识，为良吏储材。一方面借由家礼和学
风熏养知崇风节、严正刚直的人格，在地方上起到示范良俗的美意，另
一方面则鼓励富于制变精神的史才重新进入科举正途，发挥政教经纶
大义。可以说，这一稳健的政治主张既借鉴了永嘉经制学的传统，也大
量融汇了湖湘学派和桐城文派的思想。
早在简放安庆进入曾国藩幕府期间，孙氏便十分推崇湖湘学人由

知耻到起行的政治才干，并认为家礼培育的孝义是士人能够将气禀发
为忠信志节、忍辱负重、砥砺万难、成就功烈的根本：“予顷见善化胡氏
弟子箴言，述其曾高以来累世笃行，知胡文忠公所得于父子兄弟间……
湘乡相国亦为予言今日乡里后进，往往知崇风节，重廉耻。盖湖湘人士
所以能以名业相见于当世者，其根底固若是”（孙延钊，２００３：４５）。

１４．以上引文均出自孙衣言，２０１０：２４１。

但有意思的是，孙氏并不像湖湘学人那样，重新在天理层面塑造人
的普遍性，而是认为宗法为人提供了气禀自然起源的历史序列，人追根
寻祖是在“气”的自然生成史上找到源流，以这种历史人格来生发亲义、
敦睦等伦理情感：“人心之亡久矣，其私爱之所系恋，知有妻子而已矣。
有父母而视若路人，而岂知自我而上溯之，虽百世以前，皆一气之所属
也乎！有兄弟而视若仇雠，而岂知自我而下退之，虽百世之后，皆一体
之所分也乎！现于此图，孝敬之心，敦睦之谊，可以怦怦动矣”。因此，
谱牒的写作在孙氏这里具有重要意义，孙氏认为自己作族谱在体例上
模仿《欧阳氏谱》纂世系表，实际上也是继承了《唐书·宰相世系表》，谱
牒作为史志不仅是确立宗法亲义分别的前提，更是《尚书》所揭示的王
政制作的载体：“自太史公取五帝系牒，《尚书》世纪作《三代世表》，桓谭
谓其旁行斜上，并效周谱，则三代时所谓历谱牒者，法已如是”。１４

具体说来，谱牒在世系和行第两个层面上确立了宗统，其功用在于
明晰祭礼之中的昭穆之别。孙氏看到，社会流动性的加强使依照宗谱
之法取名的规矩尽失，父子长幼之序不明不仅意味着庙行混乱，更表明
人伦秩序的崩溃，这是意气滥觞而导致地方社会紊乱的根由：“近来族
姓繁衍而多不读书，取名尤无义类，甚有以兄弟叔侄而名讳相犯者。孔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礼乐无由兴’。然则行第不
明，岂独世次之分无可辨别，其凌尊犯齿、背礼弃义以趋于禽兽之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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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易也”（孙衣言，２０１０：２７８）。
如果说谱牒在“气”的生成史意义上确立人格秩序，而家礼则用一

整套祭礼仪轨来起到敬宗收族的效果；１５此外，纠察族内子弟之恶行亦
被视为保障孝义尊卑，维持人伦常道及确保地方秩序的必要手段：“族
中有由显为忤逆或欺凌孤寡者，不准入祠……有渎乱伦纪或触犯国法
者，立斥出祠，并于谱上除名……有为土豪讼棍生事唆事者，立斥出祠”
（孙衣言，２０１２ａ：１４）。

１５．如族规规定：“族中推年辈最尊者一人为族长，年辈稍次者二人为族副。遇大祭时，请到
祠中弹压子姓，纠察行礼。祭毕享馂，族长自为一席，择族中年辈最后者二三人陪坐。其尚、
贤、惇、宗四斋位次，族长、副查照族正所开名单，俾各就其位，无许凌躐”，“族中择读书好学、
年力富强者四人为族正，每年以二人轮值，总理一族之事。每年正月择吉日集子姓于祠中，宣
讲祖训，务在详明剴切，使族人皆能感动”（孙衣言，２０１２ａ：１３）。

１６．叶适的散文以政论为代表，尤重在经史的基础上阐述教化功能，同时提出“德艺兼成”的
文辞特点，为文者须“以文为华，以学为质，容而不为利，谦而不为福，宫廷环堵，膏粱藜藿，晏
然沖守，不可荣辱”（叶适，２０１０ｂ：２０６）。

除了用谱牒书写赋予“气禀”以历史伦理的内涵，孙氏家塾的规约
则全面体现了艺文教育对于塑造节敛审慎的品格以及严谨史智精神的

必要性。《诒善祠塾课约》中系统规定了研习法贴、经史、古文辞、永嘉
文献等十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法帖是第一条守则。孙衣言不仅细致
规定了习字的时间、数量和临法，且要求必以颜体入手，此后虞、欧、褚、
柳皆可仿习，其目的在于习字伊始便以“平实有力”为基础，不能使心气
落入“软滑”或“窘弱”，因此像赵孟頫和董其昌的行草就被严禁模仿（孙
衣言，２０１２ｂ：２３）。
此外，古文辞训练是孙氏借鉴桐城文派最得力的部分。《课约》“看

古文条”规定的阅读目次尤重桐城文派所划分的古文题材中的辩论体、
传志体和杂记，包括三苏议论文，韩愈、欧阳修等人的辩论文、铭墓文及
唐宋八家杂文，其中辩论体是古文研习第一要务。另外，桐城文学家的
作品也被选入，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古文辞在《课约》中占有重
要比例，一方面与永嘉学重视策论的传统有关，１６另一方面桐城文派提
出以“义法”和“品藻”来建构的修辞学是对人的语言和情感的一种严格
规约。无论表达对象，还是舒畅情绪，都必须圈定在古圣先贤的正理范
围内，而为了能够精准地传达出古义，就必须在字节、音律、措辞、谋篇、
笔法上符合严格繁复的规定。特别是在制文的工夫上，杜绝自由起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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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遣散漫，而要就一类题材专攻不舍，慎重落笔，反复修改，使习文和作
文的境界达到就像设身于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
熟于我之神气，即古人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梁堃，１９４０：

１８）。因此，这是用森严的文网来使人藏才敛气，不轻发政论（吴孟复，

２００１：２０３－２０４）。

１７．以上引文均出孙衣言，２０１２ｂ：２３。

１８．“思自古以来盛衰治乱之机无不因乎学术，至于一州一邑其人心之邪正，风俗之厚薄，人
材之众寡，莫不于学术见之。然则学术者，乡邦之大事也”；“以师授讲学、自立门户，而其功业
气节之盛，皆卓然无愧于孔孟之徒。盖学术之正，其效见于人心风俗，而蔚为人才者又如此，
此圣人之经所以为有用也”（孙衣言，２００５：１）；“尤望各邑富家大族依仿我约，推广行之。但得
一县之中有学社十余所，一社之中有好学能文者十余人，三五年后登科第，取仕宦，建业立名，
联翩接踵，岂不可喜”（孙衣言，２０１２ｂ：２６）。

在经史方面，除了规定迁史、班史、范史、欧史等书目外，孙氏也吸
收了汉学之长，强调训诂考证在治史方法上的重要性：“《史》《汉》各表，

吾乡人往往不能寓目，然具有精意，且可为考证，不宜忽也”。对考据学
的重视也特别体现在孙衣言之子孙诒让的治学路径上。孙诒让所作的
《周礼正义》虽然在主体精神上反映了永嘉学特重周制，但在研究方法
上则将训诂推向了极致。应该指出的是，当前史的意识也贯穿在孙氏
家学精神中，如特重前朝史和乱史研究，如《明史》和《五代史》均被列入
书目，《明史》“以其时代相近，有资考镜”。１７此外，孙衣言胞弟孙锵鸣在
讲学龙门书院时，更以力倡西学翻译而表现了这种当前史意识的开放
性。宋恕《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一文称，锵鸣“虽于专课八股试贴之
书院亦必诱诸生以实学，而其创置局译西籍于龙门也，尤为他贤掌教所
不敢者”（宋恕，１９９３：３２３－３２４）。

需要指出的是，孙氏家学教育仍然以通过科举输送人才为目标。

事实上，强调桐城派古文辞的研究本身就蕴含着这一深意，因为桐城文
体是由时文习古文最便利的途径，既保证了义理上尊崇理学的正统性，

同时又以风格和雅醇洁提升了时文的神意气象。以功业提携后学，并
为富家望族示范以学成俗，将在小氏族中弥散的意气重新固摄于宗族
和政治体制内，在孙氏看来，这是以复兴南宋温州学术盛懿为志业，来
改善战后地方社会习俗风尚、恢复政教一统的良法。１８

孙氏家学的成就蔚然可观。从地方教育来看，孙衣言本人开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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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家塾向温郡后学诸生开放，１９由此培养了大批乡学后辈，如平阳宋
恕、乐清陈国锵、泰顺周焕枢、永嘉王景羲、瑞安林庆衍、黄绍第、池志
澂、金晦等数十人（孙延钊，２００３：１７５）。同时，孙氏兄弟也借助在本邑
书院执教而扩大传学范围，比如陈黻宸即是孙锵鸣掌教玉尺书院时培
养的高徒，２０历宦更是便利了孙氏兄弟在江南多地书院（如杭州紫阳、

南京惜阴、上海龙门等）通过教馆传播家学。

１９．“郡邑各生能如我约者，均令入课”（孙衣言，２０１２ｂ：２６）。

２０．“当是时，孙学士（按：孙锵鸣）掌教府中山、玉尺诸书院，憎仰嘉道后所谓墨调，而后胎息
三史及周秦诸子之文，每得先生（按：陈黻宸）课作，即叹曰：‘文坛飞将！’‘文坛飞将’不置，则
必以压诸卷。当是时，诒善祠塾中英少独同县林上舍庆衍文学庶几伯仲先生。”（陈谧，１９９５：

１１６２）

从典籍搜集和志书编纂来看，孙氏兄弟与湘淮显宦之间的师道关
系助益了他们在集书勘刻上的成就。１８６５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官书
局，后改金陵官书局，一时带动了整个战后江南修缮典籍的文教事业。

１８６７年，湘系虽被削弱，但这股风潮依然存续，继任浙督马新贻于杭州
创浙江官书局，这一时期孙氏历任曾、马两督幕府，利用掌教苏杭两地
书院和地方行政职务之便，搜集并汇编《永嘉丛书》数十卷，其中大部分
由这些书局刊刻。湘淮系的人脉给予了孙氏重要资助，如１８７２年刊行
的《薛常州集》即获李鸿章捐俸。除乡贤文献校勘出版外，孙氏家学的另
一成就即地方史志修纂，孙衣言不仅力建马督续修《浙江通志》，并与锵
鸣采编温邑史乘，如《温州府志补正》、《平阳县志考》，其鸿篇巨制五十八
卷本的《瓯海轶闻》更是以志书的形式对永嘉学术谱系做了全面清理，涉
及氏族、流寓、风土、图志等有关温邑民情历史的发展情况。艺文史志的
另一成就则是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堪称目录校雠运用之典范。

四、知识共同体的发展：校雠和修志

教馆、刊刻、校雠、修志等活动进一步推动了近代浙西、浙东两地文
人群体的融合，这尤其体现在孙氏家族与乾嘉学派和台州学派的往来。

１８６５年，孙衣言主讲杭州紫阳书院，一方面有身处浙西学术重镇
之便，另一方面整理永嘉佚书的艰巨任务推进了孙氏与乾嘉学派的交
流，而孙氏能与乾嘉学派形成紧密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则在于道光三十
年至咸丰三年间（１８５０－１８５３年）孙氏与俞樾成为庚戌科进士同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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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契机而形成的文字论交（孙延钊，２００３：１５、１８）。１８６５年，正值
俞樾掌教苏州紫阳书院，一时东南士人有“庚戌两紫阳之目”，可见孙、

俞二人的年谊之情对苏南、浙北文人圈学术风尚的影响。

此时的学派汇流体现在乾嘉学派，特别是俞樾家族在永嘉文献校
雠方法上对孙氏家学的助益。从１８６５年孙氏与俞樾、戴望往来书函
看，俞氏新著《平议》二书不仅已为孙氏评阅，同时，孙氏推广永嘉学术
的想法特别得到戴望的支持。戴望致孙氏函札中盛赞永嘉之学术地
位，并称该派既“不淆于心性之空言”，亦“不杂以永康之功利”，可见在
戴氏这位今文家眼中，永嘉学对于突破理学藩篱，转向经世用意的重要
意义。孙氏同年致俞樾札中，难掩获得戴氏支持后内心的振奋，称：“子
高推重永嘉学人，大可感。某欲考永嘉学派，若干俭陋，辛属子高为一
搜讨，晚宋、元、明以来，有非永嘉人而私淑郑、陈、蔡、薛者，尤可责也”
（孙延钊，２００３：６４）。

１８６８年获参马新贻督幕后，金陵游宦更便利了孙氏父子与苏南、

浙北学人论学。此时孙诒让随父历宦，并进入金陵官书局参与勘书，与
其共事者多为乾嘉学派、扬州学派之硕学鸿儒，如戴望、张文虎、仪征刘
毓崧、刘寿曾。张文虎“精研惠、江、戴、钱诸家之学，尤长比堪”，寿曾
“善治《春秋左氏》”，作为刘文淇之孙，受扬州刘氏家学正传（孙延钊，

２００３：８５）。除了在小学方法上推动近代永嘉学派复兴，浙西的钱塘藏
书世家也为典籍佚书的采集搜补提供了便利，如钱泰吉、丁丙等人都曾
为孙氏家族提供过永嘉文献善本。

２１．台州地区的学统建设在同光两朝亦蔚然成风气。台州地处宁绍与温州之间，南宋至明，
兼受朱子理学、陆王心学和永嘉学派多重影响，清代乾嘉时期被风浙东之学。同治初年，黄岩
王氏家族中的学者王棻将台州理学之真正发端归于明代海宁方孝孺，以气节之学、性理之学、
经济之学、辞章之学将台州地区自晋唐以来的３３７位学者分为六派，而归学宗于理学，由此，
台州学风出现向理学回归的转向（王棻，２００２：２、６）。

如果说永嘉学派与乾嘉学派的汇流是以孙、俞二人的同年关系为
带动，以汉学训诂家法为治学传承，那么，它与台州学派之间则是以师
承和姻亲关系为纽带，围绕着校雠、志书研究而展开的。２１１８６７年，王
棻以孙衣言在杭州紫阳书院的弟子以及孙诒让乡试同年的身份造访孙

家，并以临海宋氏辑刊《台州丛书》相诒。翌年，孙诒让为王棻所纂《九
峰山志》作序（孙延钊，２００３：７１、７９）。１８７０年，孙衣言提供了宋代杜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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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献集》的底本，后由温、台两地学人共同校勘，参与校雠的台州学者
除王棻、王咏霓外，另有杨晨，他既是孙锵鸣的长婿，也是孙氏兄弟的弟
子。２２而参与勘书的温州学者则是黄体立和黄体芳，瑞安黄氏为本地大
氏族，不仅与孙氏有师友关系，同时两族姓间亦有联姻。
从上述浙西、浙东学术交往来看，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中大批典

籍遭遇兵燹的惨痛局面，使恢复经典文献的工作成为江浙文人战后重
振文教事业中面临的首要任务，而这也势必刺激考据学和目录学作为
整理典籍、梳理学术谱系必需的工具在各学派间传习；另一方面，战后
宗族和学统建设又进一步推动学派之间凭借年谊、师承、联姻等传统关
系纽带来强化支撑学派汇流的社会伦理基础。

２２．谱载，同治八年（１８６９），“杨蓉初孝廉来赘婚于瑞安，锵鸣授永嘉儒先经制之学”（孙延钊，

２００３：９０）。

２３．以上引文均出自孙衣言，２０１０：２４１。

五、民情检验：新生活样式的起点

孙衣言战后推行的宗法和家学建设，从其现实形态来讲似乎与湖
湘学派无甚差别，但如果回到温州本地的社会结构就不难发现，孙氏的
“气”论实际上以超越宗法血缘含义的方式再造了宗法结构，并以此为
基础，为以小氏族为主体的地方族群社会形成世家望族的政教格局提
供了可能。这尤其体现在他借用谱牒对宗法的改造。
如何为流动和迁移的小氏族构造宗族认同，这是孙氏问题意识的

出发点。如果仅遵从大宗记谱之法，“上记高祖，下及昆弟，凡嫡子始得
为谱，皆记其高祖，而迁其高祖所自出”，那么，对于五世后从大宗分离
出来，又无谱可循的小宗，会逐渐淡化对宗祖的归一感，因此，孙氏认
为，必须使小宗遵循大宗的谱法，使其“各自为谱，以各谱继其所宗之
谱”，２３才能够保持宗法情感的统一和延续。但请注意，单纯以血缘伦
理定义宗法是无法保证不断分裂的小宗对大宗的崇祀和敬拜之情的，
特别是在流动的移民社会条件下，这就有必要在血亲之外塑造一个能
够提供想象宗法统一性的心性基础，而谱牒中所勾勒的“气”的自然历
史属性恰恰为刺激这一想象提供了可能。显然，这是一个较之“血缘”
抽象得多的概念。
孙衣言清醒地意识到，在太平天国引发如此剧烈的社会流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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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宗”才是人的根本处境，而“气”精准地刻画了此一时期人不断飘荡
和弥散的生命状态。让人们直接进入到宗法维系的血缘情感关系中已
经根本不再可能，所谓“人心之亡久矣，其私爱之所系恋，知有妻子而已
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生发的对现实民情的感叹。但孙氏思想的矛盾
也恰在于此，洪杨之乱的警示在于，如果只有宗法的崇拜体系维持的孝
义忠信才能够保证帝国政治的稳定，那么在此情况下，采取保守的进路
来恢复宗法和宗族结构就是必要的。孙氏的突破即是赋予“气”以历史
人格的含义，为再造宗法提供新的基础，在他看来，这是打破一己之私
而生成道德伦理的前提。
但悖谬恰在于，一旦将这一构想转化成现实的宗族建设，它带来的后

果却是与地方自身民情条件的背离，这尤其体现在宗族的义田建设与温州
本地山海经济形态之间的张力。山海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耕田匮乏，靠近
内陆山地多，临海则以涂田为主，且土地盐碱性大，所以温州地区一直无法
以农耕作为主体经济形式，而多以渔、矿、盐、经济作物种植（如柑橘、番薯、
鸦片）以及行商贸易作为重要收入来源（陈丽霞，２０１１：７４－８３）。但为了便
于宗族祭祀并维持族内供养，耕田，尤其是平原区的土地成为建设义庄所
必需的基础。孙氏对族田扩建的计划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２４．孙氏所撰《祠祀分支表序》亦表：“自大宗祠祀宁四府君，附祀谦十府君，小宗祠祀云峰以
下三府君，其外皆未能别立祠堂。而自宁四府君以来，至我三房之分，其祀田之留贻至今者，
犹存七支”（孙衣言，２０１０：２８９－２９０）。

收族之法，莫善于义庄。然非有田一千余亩，收谷二十余
万斤，则不能长赡一族。今永睦祠田将及百亩，尚须以渐增
益。此时我兄弟三房皆粗敷衣食，无须仰给祠田。每年祠田
所入尽行另储，每冬间置上腴田十余亩。祠产逐年增益，十年
以后便可议及义庄规制矣。（孙衣言，２０１０：２８０）
但购买义田的举措势必会在实际效果上表现为对本地有限耕田的

垄断和掠夺，尤其当谱牒确立小宗祭祀的合法性后，小宗宗祠义田就会
有扩张的趋势。据孙氏宗族的祠祭分支表统计，同治元年至四年（１８６２
－１８６５年）间，孙氏宗族的祠产总共为七处，除大宗众祠以及小宗众祠
外，其余四处皆为各小宗祠堂（宗支谱系及各小宗祠产所属见图１）。２４

至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前后，可考证的各宗祠祭田号数为：大宗众祀田
号３０处，坐落地２４处；小宗众祀田号２３处，坐落地１７处；小宗们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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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据《世系表》、《小二房辩误》、《祠祭分支表》整理。参见孙衣言，２０１０：２７０－

２７７、２９０－２９５。

图１：孙氏宗支谱系及各小宗祠产所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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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祀田号２７处（以乾隆四十七年和道光八年收田为基准，没有扩充），
坐落地２处；小宗小二房（濬支）众祀田号１６处，坐落地１２处；小宗四
房（即宇支的内六房）众祀田号６９处，坐落地１２处；小宗马社（即光萃
房）众祀田号８处，坐落地８处；小宗孙三（即孙氏之父肃寿公遗产）众
祀田户号暨坐落地６处（孙衣言，２０１０：２６９－３０４）。
不仅如此，族内为维持众祀而规定各支房轮派供祀的举措，对于族

内较贫困的支房是一个沉重负担。在孙氏族祠祭分表中，能看到支房
无力承担供祀的情况时有发生。

大清明众者，金印为大房，原与族内各房对轮，两年一轮，
传创造大宗祠时，轮供工匠。金印房无力对派，因改为五房对
轮，续又因伊父显红借用众项钱三千文，无力交出，又复卖出
一分，今则十年一轮矣。（孙衣言，２０１０：２９７）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小氏族众祀的情况，就很容易看出迁寓以及山

地经济所造成的分化、阻隔与贫富差距，对于维持族内祭祀是十分困难
的一件事。试以孙氏弟子泰顺周焕枢宗族为例，周氏拟《重修大宗祠劝
捐金钱序》表：

我周氏之先，在明成化间有讳佛兴者，始由处州云和徙居泰
顺之七都大安，为大安周氏。后有分迁城中溪沿者，今曰学前溪
沿派。后又有分迁六都条涧者，今曰条涧派。后又有分迁大安
者，今曰大安。新处洋山、后隆两派。西城第十一世，新城训导公
厥讳启耕，始建祠于城中万罗山之麓，是为大宗，又自建小宗于城
南霞阳山，而居条涧者，亦自建小宗。今城居仍与大宗之祭，条涧
之有小宗者，则以道远弗临，余虽僻绝，在百里外每值时祭，必□
粮跋涉而至。……夫庙祏以妥先灵，举修必资众力，徒以迁徙繁
衍，其势不能聚而语。（周焕枢，２０１１：１４７－１４８）

２５．郑传笈（２００６：３２５－３２６）《泰顺风土记》载：“邑中山九而田一，其田之岁可再获者又十分
之一。民食以番茄为大宗，谷不过杂十之三。其全以谷为食者，衙署及殷绅家耳。而地狭人
稠，终苦不给”。

泰顺地处温州内陆，较之临海平原地带之平阳、瑞安山多田少，久
为温邑贫困之区。２５周氏所记，正刻画了一个不断分化、播越的小氏族维
持大宗朝祀时常会表现出的疏离、劳顿和匮乏无力的景象。因此，宗族
建设在这样的地方条件下更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加剧大氏族与小氏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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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大支房与小支房之间的进一步区隔。实际上，在孙氏规约中，除了以
义田供养宗族外，也有通过剥夺祀田收益对支房僭越族规行为的惩罚，
这也被认为是用规约止恶的有效手段。２６但可以想见，对于贫弱的支房
而言，这种惩罚是灾难性的，很难说它究竟能否真正起到敬宗收族的作
用，还是进一步将恶劣的支脉排除于宗族之外，仅使某少数支房坐大。

２６．“族中有性情恶劣、品行卑污者，或游荡挥霍、不务正业者，或无故不来听讲祖训者，或于
祖训明知故违者，均暂不准参与大祭，并停止轮值众产一次。俟悔改时，由族正会同族长查明
属实，即令在祖堂前焚香叩头及各族尊前自陈过失后，于次年照常与祭，其众产则须俟下届方
许轮值。”（孙衣言，２０１２ａ：１４）

２７．考《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和《孙锵鸣年谱》都未发现孙、黄二族联姻的痕迹，但孙锵鸣的长
婿杨晨为孙嘉言之子诒燕所撰铭文中透露了可以推测的线索：“忆予同治己巳就婚瑞安时，叔芑
（按：诒燕）年才十四，已崭然见头角。后或岁一见，或间岁一见，辄惊其进学之勇，才识之宏，时其
从兄仲容以经学鸣于乡。其家欲绍科第，每望其与予及叔芑为举业，于是招其戚黄仲弢叔镕（按：
黄绍箕）同学。时予与仲容已举于乡，已而叔芑及黄氏兄弟续之。其伯父宦江淮间，常以书相诏勉
予。幸先入词馆，光绪己卯再至甥馆，则叔芑自江左归，亦好经史、时务、词章之学”（杨晨，２０１２：

２９）。杨晨透露的关键信息在“招其戚黄仲弢叔镕”一句，可见黄氏为孙氏外戚确定无疑。考孙氏
兄弟婚配，只有锵鸣的四任侧室中有黄氏。但《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所考，黄体正、体立、体芳
均无女族与孙氏家族结姻，因此，孙锵鸣所纳的黄氏之妾并不来自这一支。另考《瑞安县志稿》“氏
族门”，白岩黄氏除城区小沙堤，也就是黄体正一支，另有下桥一支，再结合杨晨所透露出的线索，
黄氏极有可能是通过族内下桥一支中的女族与孙氏联姻。孙锵鸣所纳这一侧室黄氏正是宋恕的
岳母（参阅孙延钊，２００６ａ：２２２－２２３；瑞安县修志编印委员会，１９３８：氏族门）。

另一悖论则体现在以宗族来承担学统的正当性演变为瑞安孙、项、
黄三大氏族通过联姻在本地形成了学阀政治格局。孙衣言的祖父和父
亲都曾与瑞安南堤项氏联姻，特别是孙氏的父亲孙希曾的正室项氏是项
灴之女，如前所述，孙衣言受永嘉学影响正来自其项氏外家，特别是项灴
之子项傅霖。可以说，孙氏所立的永嘉学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为家学正
名，通过宗族，特别是望族来确立“成学”的正统性，但反过来，“成学”也可
以进一步推动大氏族之间的联合。瑞安白岩黄氏宗族的一支发展至二
十八世出黄体正、黄体立、黄体芳兄弟三人，与孙氏家族并为咸同时期瑞
邑显宦之家，特别是体立、体芳，分别官至刑部福建司主事和左迁通政
使。三黄先生与孙氏兄弟少时同学，体芳之子黄绍箕、体立之子黄绍第
后来入学孙氏家塾，后二人功名有声，绍箕官至湖北提学使，绍第以翰林
擢用，官至湖北盐法武昌道。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孙锵鸣年逾四十仍未
得嗣，“乃连置侧室”，其中的黄氏即出自白岩黄氏这一族。２７

由家学和学统所推动的望族联合并没有在地方上真正促成转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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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效果，而是塑造了地方学阀，这一方面体现在孙氏家学演变成门宦
政治，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孙氏外家形成的地方势力。

首先，孙氏家学并没有打破原来的依附关系体系，相反，师承、结
姻、扈从、荫庇不断推动着这一依附体系在地方社会的膨胀。得益于孙
氏家学的乡学子弟，其中一些人入婚孙家，后成异途；２８此外一些幕僚
子弟以及在镇压金钱会时追随孙氏团练的氏族子弟，也通过攀附而获
功名。２９孙衣言意图以科举稳固正途，以湖湘功业提振后学，３０但这一
对地方学风的示范往往因望族荫庇而转化为扈从者对功利更疯狂的追

求。周焕枢，这位性情刚直，富于狂狷之气的诒善祠塾子弟，在回忆当
年从学诸友的仕途之路时，暗示了孙氏家学最终沦为门宦政治的情景。

２８．如周珑。周珑之祖周仲梅少与孙氏兄弟联课，周珑、周璪兄弟能够进入孙氏家塾得益于这
层关系，周珑后娶孙锵鸣三女，作为龚念蘧之随吏，出使欧洲。周氏家族与黄氏也有联姻，黄
体芳的正室即周仲梅的长女（参阅胡珠生，２００３：７２１；孙延钊，２００６ａ：２２３）。

２９．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用霖，其父林鹗是孙锵鸣的长随，用霖自己也曾随孙家平剿金钱会。孙
衣言评用霖好发政见，但“计虑论事，往往与己意合”，可见孙、林二人的私交。不仅如此，孙衣言
为求寿寝，用霖因其父善治风水（“形家之学”）常随左右，“遍历潘埭山中”。林用霖没有正途出
身，后能以军功得县丞，与孙家的荫庇是分不开的（孙延钊，２００３：１７８；董朴垞，２０００：３２１）。

３０．张棡所记孙氏言行极可说明这一功利色彩。光绪十四年（１８９１年）四月廿八日孙氏与张
棡言：“作古文必须做官，而做官又必须做京官。京官事闲可用功，又所居是首善之区，往来皆
名公巨卿，声求气应，胸襟阔大，自然笔力雄浑。曾文正所以文冠一代者，亦由际会使然，而作
却不多，则以做京官少，做外官多耳。使文正做京官，则作文必多，当可与宋之欧阳文忠抗衡。
震川文故佳，然名位未显，便于此道吃亏大矣。”（张棡，２００３：１７）

３１．黄体芳的外家李邵英之孙在栖云寺投宿，与寺中尼姑行淫，被李、吴二生员敲诈，邵英之
孙向黄体芳侄黄绍第反诬李、吴二生，绍第以敲诈之风为士林之辱陷狱于李、吴（张棡２００３：

５）。黄体芳学行品质之恶劣，就连同为孙氏戚族的宋恕，也不能不直言其人“素不学文，外间
酬应之作，其稍妥者皆他人代笔。瑞安近年略涉书、史者颇多，少年流莫不意轻之，或口出笑
侮之言腾于广坐”（胡珠生，１９９２：４６７）。

尝追忆从游之初，同学多高材生，若者登贤书，若者贡
成均，上之坿名寿世，金石千秋，其次一邑一官，操券树业。

又或感于速化，鸣其不平，门户自异，至有论学则出门合辄，

问心则入室操矛。然而诸公衮衮，青云在目。（周焕枢，

２０１１：１７０－１７１）

其次，外家加剧了礼俗的崩坏，也完全违背了孙氏以世家敦化门风的
初衷。从黄氏方面来说，可于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栖云寺案中窥见一
斑。３１另一个例子是孙氏戚族林氏族人劝节妇出家为尼，此举甚至被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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虬诟骂是以“诡秘邪淫之术诱妇女入教”，最终使其“不复得自拔，败名
堕节，丧家亡身”而“为世道人心之患”。３２

大氏族与小氏族间由地产扩张而引发的纠纷时有爆发，岁至荒年，

因粜谷而起民乱亦如战前。３３财富向大氏族甚至强势支房的聚拢已成
气候，据胡珠生考，孙衣言析产时，孙诒让“与大房分田，每人得七百余
亩，额租十八万谷”，孙衣言则“自提三百亩，祠堂尚有七八万谷”，孙氏
子嗣争田，甚至被后学之辈讥为子盗父产，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陈虬，

１９９２：１７２－１７３）。可见，以宗法立宗族，以宗族成学统，以学统成名教，

这三重逻辑衍生出来的现实悖论是在宗族内部、宗族之间、主佃之间制
造着有增无减的伦理紧张关系；望族及其门宦在控制地方资源和司法
的同时，也在进一步腐蚀着地方风气，更可能因为掌握舆论环境的名杀
大权而加剧人心桎梏。３４

３２．节妇何氏为陈虬之友何迪启之先祖妣，瑞安人，本姓林，年十三嫁同邑何泮，何家故贫，何
泮与兄瑞荣负贩于外，何氏则在家以卖豆腐为生。后何夫死于瘟疫，何氏年十八守节，其生子
复病死，以叔瑞荣三子继后，视如己出，养育成人。何氏守寡之初，何氏本家，也就是孙氏外家
林氏族人遣老妇劝其出家，被何氏当场以木杵赶出家门。之所以劝节妇出家能引起如此大的
反弹在于温邑本地恶俗，僧寺多有沦为淫窟之载，黄氏家族卷入的栖云寺案其实就反映了这
一点。因此，陈虬此文暗示了孙氏女族特好佛巫之说（“瑞安俗诞而好巫，高明之家妇女喜与
觋妪、斋尼相往还，而妖妄之婢因挟以自重”），指责这一外家不正之风实则加剧恶俗泛滥，反
映了孙氏教化之伪（“夫若辈之足以乱人闺阃也，学士大夫（即孙氏兄弟）有身受其毒而尚不自
知者！”）（陈虬，１９９２：１７０－１７１）。

３３．据张棡（２００３：３０）记，光绪廿二年（１８９６年）五月十五日，“连日大雨，河水甚涨，各处农人
均以谷不出粜事，与孙宅作闹，未知作何了局”。

３４．宋恕在家难中所遭遇的苦难即是这一弊端的鲜活反映。孙锵鸣所纳侧室黄氏，也就是宋
恕的岳母，其与白岩黄氏家族的关系成为助长宋恕二弟宋存法家暴以及引发地方社会偏见的
重要因素（参见宋恕，２００５：９６－９７、１０７－１０８）。

但近代永嘉学派仍然孕育着一条不同于湖湘学派退回传统政治结

构的进路：“气”构成了一个先于既定道德天理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动态
含义使其在理解人的心性内涵在不同历史条件变动下更具开放性，同
时也为在变动的人心情势上塑造新的生活样式打开了弹性空间。孙衣
言赋予“气”的自然历史属性并先于宗法“亲亲”的含义，其自身就是这
一理论开放性的体现，这也为进一步塑造心性的抽象性提供了可能。

受孙氏家学影响的近代永嘉学派的新学人，在这一探求人心结构抽象
性的道路上走得更彻底。较之孙氏，他们更能体会“小宗”以及“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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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作为人的存在本质，其在精神上孤独、疏离而又漂泊的状态。这种
伦理精神的处境最终使他们彻底放弃回归到宗族传统的一切幻想，而
以“学社”作为新生活样式的起点，重新寻找安顿自己的方式。３５

３５．在温州，１９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孙氏家学培养的弟子（多半是来自小氏族家庭的下层生
员）开始组织学社、书社并经营现代医学堂和报业组织，这批人后来成为参与戊戌变法和新政
改革的中坚力量（参见：陈谧，１９９５；胡珠生，１９９２；杨际开，２０１０）。

３６．正如李猛（１９９８：６９１）对地方史研究视角下的“地方精英”概念批评的那样，地方精英理论
“有过于偏重地方（权力斗争的）舞台，而忽视了纵向的国际—国家—地方的制度场域的倾
向”，因而“未能发展出一套有关国家和制度的系统理论”。

３７．余英时（２００３：１２２）在讨论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关系时谈到：“汉代儒家的大传统在文
化史上显然有两种意义：一是由礼乐教化而移风易俗，一是根据‘天听自我民听，天视则我民
视’的理论来限制大一统时代的皇权”。因此，在他看来，“由于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是一种
双行道的关系，因此大传统一方面固然超越了小传统，另一方面则又包括了小传统”。

六、余论

以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历史”视角来考察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社会
改造实践，意在揭示士人群体的经学思想与民情经验之间的机制关联。

思想对社会经验的提炼和转化，构成社会改造行动的内在基础。脱离
对行动背后的社会基础和思想传统的考察，我们很容易将士人在１９世
纪中叶面对社会危机时的经世作为定义为游离在中央王权之外的地方

性对抗，这种用“地方精英”行动来概括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社会重建实
践，不可避免地有失偏颇。正如前文所呈现的，如同孙氏这类传统士人
所构建的“地方社会”，并非与中央王权相对立的权力角逐场，相反，它
仍然承担着对“家—国—天下”这一帝国总体政治格局的想象。３６

同样，我们也很难用“大传统—小传统”这样简单的二元划分来解
释士人对民情经验的理解和反思。从孙衣言那里我们看到，士人并未
将民间社会所代表的“小传统”与礼乐政教所代表的“大传统”视为并行
不悖的双行道，同时，士人也并非在简单地扮演沟通大、小传统之间管
道的角色。３７不惟民心风尚的激变深刻地影响着整体政治格局的稳定，

就连士人集团内部的危机也反映了士人自身便构成了地方小传统所代

表的民间风俗的一部分。正如孙衣言所分析的那样，意气滥觞成为一种
普遍的精神气质和社会经验，弥散到帝国政治结构中的各个层面。针对
军功进阶的泛滥对士人所代表的道统的毁灭性破坏，孙氏家学的核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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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于以拯救文人精神危机的方式来巩固礼乐政教秩序。因此，从这个
层面上来讲，以刻画士人思想与民情经验之间关系为出发点，对晚近社
会重建进程的考察，意在揭示社会变迁背后由士人“以学致道”所承载的
制度精神，而不是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同光时期帝制国家借助文人所掌握
的知识权威重新获取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支配（芮玛丽，２００２）。
虽然从民情效果来看，孙氏的社会改造道路最终陷入困局，但我们

仍然能从这条路径中窥探到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现代契机。这里有必
要对由这一历史基础所奠定的晚近“合群立会”思潮略加延伸讨论。
诚如上文指出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启的个体以激情之力为表征的

精神气质与传统政治社会安排之间的张力，构成中国朝向现代政治国
家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起点，显然，这一张力并未在保守派的建制设计
中得到缓解，相反，这条路径悖谬地制造了地方社会势力不断扩充的后
果。这一后果的积极性一方面体现在，社会力量的释放、社会流动性加
强，特别反映在由士人群体构成的知识共同体自身活力不断增强，这为
社会组织形态进一步发育奠定了更坚实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民情检
验下以对人的自然气禀的规约维持礼乐政教的作法失效，意味着对新
历史时期的人心安置已经无法再退守到传统政治格局中，相反，必须充
分尊重人心自然气禀的生发才有可能实现更符合民情经验的道德秩序

安排。这里，更深层次的意味在于，以普遍个体“人格”为心性基础才能
开辟出中国现代国家政治，而戊戌前后“合群立会”思潮的勃兴恰恰表
明士人所代表的知识界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历史必然。
这一思潮进一步廓清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治的心性基础：通过复兴

佛学和诸子学（特别是墨学）以及不断融合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方式，
赋予中国人之普遍人格精神以内容。在浙江，以孙氏家学弟子陈黻宸
为代表的新史学说，即以“伦”和“文”两个概念来构造现代个体所具有
的普遍心智结构以及它所表征的社会关系结构（侯俊丹，２０１４ｂ）。此
外，仔细考察岭南学派康有为、梁启超的“群学”思想，也不难发现“合群
立会”所依据的心性精神，即以“仁心觉识”作为心体本质，由此超越人
与人之间有差别的对待，在“群”的生活样态中，申发“仁为相人偶之
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实现同体饥溺的普遍同情（康有为，１９８８：

１０－１１）。因此，以“仁心觉识”为心性本质，是激发社会联结，实现社会
团体组织生活的根本：“苟仁矣，则由一体可以为团体，由团体可以为大

·６２·

社会·２０１５·２



团体，由大团体可以为更大团体”（梁启超，１９８９：７１）。“学会”所代表的
现代知识共同体即为“群”的现实形态，在此基础上，新的知识精英团体
所伸张的民权和绅权成为现代民治政体的根本。３８

３８．康有为、梁启超的“合群立会”之说，“依靠民权和绅权去专制政治之固弊”，“借‘合群立
会’之策，推行政治公议和民间公学；以政党奠定政制，以学会开启民智，为确立中国现代民治
政体的双重根本”（渠敬东，２０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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